红色革命精神的地方意义和当代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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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中国革命故事这棵参天大树的过程中，全国性的叙事是躯干，地方性的叙事是枝叶。没有躯干，不成大树；枝繁叶茂，大树才会充满生机、不可撼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一个整体的发展脉络、战略部署和各个阶段的革命中心。另一方面，基于共同的革命信念和总体的布局，各地革命者、各地方根据地和地方武装策应、坚守和战斗也功不可没。不同的地方，不仅以各种方式参与和支持全国革命，与一个时期的中国革命中心构成众星拱月之势，而且以卓有成效的地方工作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打下了广泛的基层基础和群众基础。今天，我们在新时代挖掘红色遗产、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既要突出主干，也不能忽视枝叶。

在地性：发掘红色革命精神地方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但锻造出了跨越14个省区的伟大的“长征精神”，还产生了许许多多以地方命名的革命精神，如“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改变作风、提高素质”的延安精神，“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西柏坡精神等。这些革命精神起源于革命战争年代党中央带领人民群众在一个作为全国革命中心的地方开展工作时所产生的先进理念和实践。在随后的宣传与弘扬中，这些理念和实践被抽象为有普遍意义的中国革命精神。因为这些以地方命名的革命精神有着全国性高度和普遍意义，这些地方成了中国革命取得伟大成就的精神堡垒。它们身上的光辉，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失色。作为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关键节点和全国性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它们在中国革命的总体历史叙事和精神宝库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成为今天全国各地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瞻仰考察的首选之地，顺理成章、当之无愧。

但是，在社群化和部落化趋势盛行的今天，围绕长征精神和以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地命名的传统革命精神的弘扬与传播实践，需要在新时代得到强化的同时，也迫切需要得到丰富、补充与发展。而冷战意识形态的长期影响，“告别革命”思潮和“翻案”史学的一度兴起，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历史虚无主义解构思潮的出现，要求我们用更为生动、翔实和富有各地特色的革命故事来支撑总体性革命叙事。只有这样，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必然性才会在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中越辨越明，中国革命的叙事也会在复杂的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中汇聚成此起彼伏和一唱三叹的时代强音。

总之，新时代弘扬地方革命精神，是以地方革命叙事来丰富和补充全国性的叙事，而不是解构总体性叙事；是将宏大的革命历史具体化、在地化和零距离化，而不是像某些地方为了争夺一些古代名人的出生地那样，是个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而一旦高大上的革命故事被嵌入本地社会，甚至与家族的血缘关系或者村庄共同体的地缘关系相勾连，红色精神就可以与当下生活着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和情感发生关系。反过来想，虽然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有全党和全国的高度，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地理的差异，一个东北或西南的县市的人民，不一定都能感同身受地去理解基于东南或西北一个县市的革命之艰难，而气候、山水、语言、文化地理等因素的差别，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大家的理解和想象，尤其是认同的情感。

因此，在继续发扬光大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全国性和标杆性意义的同时，革命精神的挖掘与弘扬实践转向在地性，让中国革命故事带着乡音乡情，在祖国大地遍地开花，就成了大势所趋，甚至是水到渠成的必然逻辑。事实上，评判一个地方的革命精神的弘扬效果，不在于空间范围内的知名度，也不一定在于其有没有被提升为全国性典型的普遍意义，而在于其在本地得到回响和获得民心的深度。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这应该成为深入发掘地方革命精神的重要目的。一个地方性的革命故事的挖掘和基于这些故事的革命精神的提炼，如果能够深入人心，能凝聚起本地人民共同的价值认同和信念，能够引导本地干部群众不忘初心、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值得称道。

时代性：从史料搜集到当代转化

中国革命历史和红色文化史作为一种特殊的门类，其研究目的不仅在于复现、复活历史，更要服务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建设，使社会主义红色文化成为凝聚人心的力量，成为人心所向。地方红色精神需要进史书、博物馆、纪念馆，更要进入人心，融入日常实践。也就是说，革命历史的书写和红色文化的研究不能自说自话、脱离实践；相反，要增强革命历史和红色文化对现实的解释力和对实践的引导力，真正打通历史与当下、理论与实践，让两者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因此，革命精神的当代转化至关重要。

丽水是浙江唯一一个所有县（区、市）都是革命老区的地级市。革命战争时代，周恩来、刘英、粟裕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今天丽水市所在的浙西南地区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浙西南革命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丽水人坚定信念、克难攻坚、奋勇前行。在发掘“浙西南革命精神”的过程中，丽水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内容层面的时代转化。当年，以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的500多名红军战士面对强大的敌军主力，敢于亮剑，天当房、地当床、野菜当干粮，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进行殊死战斗。这种不畏艰难、敢于担当的革命精神，正在“战争硝烟已逝去，发展热潮正奔涌”的氛围中，被转化为新时代发展的不竭动力。另外，他们还十分注重传播方式和传播载体的多样化和时代性。针对全媒体和全域旅游时代的传播特征，“浙西南革命精神”的宣传推广既有总体布局，也有线上线下、传统媒体与创意媒体的全面结合，包括领导干部出席网络平台的朗读频道、引导返乡者发展红色文化旅游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的要求。

群众性：乡村和农民群众的基础作用

乡村是传统中国安身立命的所在，是近现代中国革命与变迁的焦点，是当代中国剧烈变革的前沿，更是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乡村蕴含着中国道路的历史坐标。乡村里面既有中华民族文化根脉延绵不断的故事，也有探寻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故事；既有“勤劳革命”和中国农民对中国崛起作出巨大贡献的故事，也有中国农民重建文化自信与村庄重获尊严的故事；既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发展理念的故事，也有在实现“天人合一”理想中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既有坚持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体地位的故事，也有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故事。从秋收起义到农村包围城市，从井冈山到延安，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乡村相结合，通过扎根乡土中国和广泛的农民动员来赢得和巩固政权。因此，讨论红色革命精神的诞生、传承、发展与弘扬，都离不开乡村和农民群众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阶级基础。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临沂市时重新定义了沂蒙精神，他指出沂蒙精神的关键是“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事实上，不仅是沂蒙地区，几乎所有红色文化的精髓都是党和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鱼水深情。比如“浙西南革命精神”就是在极其恶劣的斗争条件下，与乡土中国和农民群众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淬炼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粟裕和刘英领导的红军挺进师在电台被毁、与中央和上级失去联系、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中，以彻底的革命性和先锋意识，坚强的挺进意志和主观能动性，转战浙西南山区，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发展地方党组织，宣传和组织民众，赢得了民心，为新中国的成立在当地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如何从历史和革命精神中汲取营养，坚持群众路线，始终和农民群众在一起，让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协同推进，让乡土文化的复兴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基石，让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成为真正的主体，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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